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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过 40 年改革历程，造
就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
增长奇迹。发掘中国改革的成功奥
秘，对于中国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
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改
革哲学》一书，就是要寻找引领中
国取得改革成功的思维方式和哲
学观念，展示出中庸哲学与“包容
型智慧”如何运用于中国改革 40
年的进程，并由此尝试“以中国为

方法”理解中国改革，用基于中国
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

书中指出，中国改革的成功
奥秘，是改革背后的包容性思维
方式与哲学观念。这本书的一大
亮点在于把经济分析的专业性与
哲学文化的思想性结合起来，既
形成一种通俗的经济理念，也透
视经济选择背后的哲学观念。本
书 立 足 中 国 历 史 与 实 际 ， 通 过

“以中国为方法”，为理解中国的
经济奇迹提供一种全新的解释框

架。对待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由
此派生出的改革方案，中国都是
以学习的态度汲取其合理成分，
又以批判的眼光去除其不足之处，
并最终混合应用于改革实践。如政
府与市场、集中与分散、管制与自
由、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国内
与国际、东部与中西部……在这些
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始终坚持执
两用中、进行综合运用，形成了
各种元素相互抵消缺点而又彼此
激荡优势的“混合优势”或者说

“叠加优势”。
此外，书中还重点阐述了中

国经济奇迹的文化解释；从改革
的目标模式、改革的路径选择、
改革的转轨方式等动态视角，深
入观察“包容型智慧”运用于经
济改革的过程；从静态视角观察

“包容型智慧”达到的经济绩效；
明确提出“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中
国”的概念，用中国的方法论去
理解中国、认知中国，并对“包
容型智慧”做出系统解释，形成

讲述中国故事的认知框架。
书中大部分内容基于中国文

化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哲学观念展
开，尤其是经济分析的部分，以
一种哲学思辨和科学理性的态度
来分析，视角独特。本书所提炼
出的“包容型智慧”，只是中国的
改革哲学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
更深厚的思想智慧还等待着更多
人去思考和挖掘。对于希望理解
和探索中国改革经验的读者，本
书能够提供十分重要的参考。

中国改革的成功奥秘：

包容性思维方式与哲学观念

晏建怀

史浩，字直翁，号真隐，明州
（今浙江宁波）人。宋高宗绍兴十四
年（1144 年），史浩考上进士，任绍
兴余姚县尉，从此步入宦海，不久
升太学正，国子博士，成为南宋一
名学官。史浩因上书建议立太子，
受到宋高宗赏识，后任建王府教
授，成了建王赵昚的老师。赵昚继
位，是为宋孝宗。之后，史浩历任翰
林学士、知制诰、参知政事、尚书
右仆射，成为宰相。

史浩任宰相，与其他宰相颇
有不同，人家任人唯亲，他却任
人唯贤，甚至任人唯“仇”。当然，
并不是因为他故意选择那些与他
有“仇”的人推荐给皇帝，以显示自
己的豁达和公正，而是他推荐给皇
帝重用和提拔的人，恰恰与是他
有仇隙、怨恨、过节的。

宰 相 乃 朝 廷 重 臣 ， 一 人 之
下，万人之上，其职责在于辅佐
天子、统领群僚，权力如日中
天，尤其是手握进退百官的建议
权、用人权，人才或者歪才在他
手里，高升抑或贬谪，平步青云
抑或原地踏步，全看他的好恶和
态度。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他

的胸怀气度和用人品格。
史 浩 无 论 任 相 前 还 是 任 相

后，对推荐人才一贯地充满热
情，不遗余力。说句题外话，他
还是第一个建议为岳飞平反的大
臣，宋孝宗上台不久，史浩即上
书要求为岳飞平反，使岳飞冤案
得到昭雪、后代得到照顾。与此
同时，他向宋孝宗举荐了许多主
战人士，如后来发动“隆兴北
伐”的著名儒将张浚，因痛骂秦
桧而闻名天下的忠直之士胡铨，
数十年如一日以诗歌鼓动北伐的
诗人陆游等。任相期间，他又向
宋孝宗推荐了一大批儒生和能
臣，如淳熙五年 （1178 年），史
浩推荐朱熹出任知南康军；淳熙
八年 （1181 年），史浩一次就向
宋孝宗推荐了杨简、陈谦、叶
适、袁燮、薛叔似、赵善誉等十
六人。后来又陆续推荐了周葵、
陆九渊、王十朋、吕祖谦、张栻

等人，将他们当作朝廷栋梁举荐
安排到十分重要的岗位。这批
人，后来或成为旷世大儒，或成
为著名诗人，或成为能臣干吏，
光耀当时，名垂后世。

史浩荐人不论对象、不论出
身、不论门第、不论好恶，只论
有才无才、有德无德，有才有德
的人，即便是与自己有过节、怨
隙的仇人，他也极力荐举，可谓

“荐举不避仇”。关于这一点，《宋
史·史浩传》 中列举了两个代
表。一个是陈之茂。陈之茂曾在
人前人后诋毁史浩，捕风捉影，歪
曲事实，连宋孝宗都曾风闻。但有
一次，史浩却上书推荐陈之茂“进
职与郡”，即推荐他到地方出任封
疆大吏。宋孝宗与史浩君臣相亲，
自然以实相告，说：“陈之茂曾经诋
毁过你，你推荐他，岂不是以德报
怨？”史浩回答说：“臣不知有怨，只
知有才，若以陈之茂的诋毁为怨而

用德报之，乃是有心为之，做作罢
了。”照荐不误。

另一个是莫济。莫济上书弹
劾王十朋，因史浩是王十朋的推
荐人而“诋浩尤甚”，如同“死
敌”。然而，史浩后来却推荐莫济
掌内制，即一个参与皇帝机密、
给皇帝起草诏令的要职。宋孝宗
非常奇怪，问史浩：“莫济难道不
是非议过你的人吗，为何还荐此
要职？”史浩付之一笑，坦然回
答：“臣不敢以私害公。”于是，
莫济升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
成了皇帝身边的重臣。

作为宰相，权倾天下，推荐
和使用人才，易如反掌，而挟私
报复，压制人才，也易如反掌，
甚至可以不着痕迹。而史浩只存
为国举才之念，不知有怨，唯喜
荐才，为政数十年，推荐的人
才不可计数，名动当时、泽被
后世者有四十余人。可谓任人
唯 贤 ， 唯 才 是 举 ， 奖 引 后 进 ，
不遗余力。史浩去世后，他推
荐过的名臣叶适，在其 《祭史
太师文》 一文中感叹道：“我不
知公，公亦荐我。”由衷表达了
他对史浩用人之公的敬佩和感激
之情。

荐举不避仇怨

吴启钱

前段时间，空姐遇害案发生
后，一位朋友跟我说某企业应该赔
偿，这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我说，
不错，是应该赔偿，但那不是社会
责任，而是法律责任。某明星被曝
偷税漏税，又一位朋友说，他从此
看不起这样的明星了，收入那么多
却逃税，连起码的社会责任心都没
有。我说，不对，这位明星的行
为，首先是逃避法律责任。

社会转型期，一些企业或个人
试图通过混淆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
来谋利。一些企业因为在履行法律
责任方面存在重大瑕疵，可能受到
市场抵制、被消费者抛弃或被政府
处罚的时候，“灵机一动”用所谓的
社会责任来搪塞、掩盖或逃避，有
的动辄唱起社会责任的高调，专门
做着“爱国生意”，似乎让人抓不住
把柄。

比如，这边视诚实信用为弃
履，欠着巨额债务，那边高调扶贫助
学，给人一副慈善家的面孔；这边制
假售劣，坑蒙拐骗，那边要做“百年老
店，文明单位”，给人一种高尚者的形
象；这边偷税漏税，偷排污水偷放废
气，拖欠工人工资，那边自称“爱国企
业”，大谈“成功经验”，给人一种“家
国情怀，民族骄傲”的光环；这边屡屡
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那边宣称自己
是“中国式智慧”，给人一种“创新型
企业，大国重器”的印象……凡此
种种，令人眼花缭乱，使善良的人
备受蒙蔽。

这些很有“形象化”、很具“可
视性”的所谓社会责任的行为，其
实质只是一种“公关秀”或“广告
秀”，只是把所谓的“社会责任”作为
自己的标榜和某个亮点、卖点，背后
可能是为了掩盖某种意图，或达到某
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的行为，只
要表面上“光鲜亮丽”即可，只要符合

一定的“宣传程式”即可，只要满足某
些领导的需要或想法即可，但搞多
了，搞大了，就是一种严重违反诚
信原则的不公平竞争，是对社会信
用资源的滥用。

这样的企业，缺的并不是社会
责任，而是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
指，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或违反受
法律保护的约定义务而产生的一种
行为后果。比如遵守契约是法律责
任，依法纳税是法律责任，生产和
销售合格产品是法律责任，保护知
识产权是法律责任，保护环境是法
律责任，保护工人合法权益是法律
责任等，这些行为是从积极的角度
而言的。从消极角度来说，在侵
权、违约和违法行为发生后，按照
法律的规定和受法律保护的协议的
约定，给予补偿和赔偿，配合政府
调查，接受法律处罚，举一反三积
极整改，就是企业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一家企业成立、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有如“人之为人”
一样。连法律责任都不尽，就不是一
家合格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按照
道德和道义的要求履行的一种更高
层次上的义务。这是企业发展之后做
大之后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也是
企业最响亮的牌子和“无形资产”，
但不是企业的首要义务。

先尽法律义务，再来谈社会责
任，不然“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依法治国，就是要建立一整套的制
度和机制，使得无论是政府还是企
业或是个人，都能自觉地把法律责
任置于第一位，然后再来谈社会责
任。如此，企业得到发展，获得消
费者认可，国家也能受益，社会也
会进步。而把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
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离开法律责
任去奢谈社会责任，只谈社会责任
不管法律责任，都是一种“两面
人”行为，终会暴露其无耻且不良
的本质而一败涂地。

先尽法律责任
再谈社会责任

9 NINGBO DAILY茶座

世象管见

2018年6月2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朱晨凯
电子信箱/nbrbqy@sina.com

《慈溪人的老字号》
杨映辉 陆冲 主编 宁波出版社

二○一八年四月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
厉以宁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二○一八年六月

本书辑录了厉以宁从中国改
革 开 放 至 今 的 40 篇 代 表 性 论
文，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
探索与创新，中国经济的机遇与
挑战，中国的农业、工业改革，
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
育、管理等方面的见解。这些文
章都是厉以宁对中国经济发展时
期的精辟论断，是他对中国经济
自改革开放以来 40 年的不间断
思考与研究精华。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
店提供）

【精彩书摘】 【周边图书】

漫画角

温 故

社科书架

《中国的改革哲学》
李拯 著 中信出版社
2018年4月

一位经济学家注意到，中国的
经济改革，展现出一种全方位学习
的能力：科学技术可以学美国，工
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分解
房地产的使用权学香港，工业园区
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
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感慨：“中
国人学得快啊！”面对日新月异的
技术，面对现代社会的治理，面对各
种经济理论，中国展现出了一种海
纳百川的包容能力。

这就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
题：面对不同的经济学说，为什么
中国没有偏执地选择其中一个？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俄罗斯等
国家选择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
克疗法”。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
能把各种经济学说以及基于这些学
说的解决方案结合起来，吸收各自
的合理成分并混合应用于现实？这
个问题涉及如何看待不同的经济学
说的认知问题。这是一个文化传统
和哲学观念的问题，也就是改革哲
学的问题。

中国改革走过 40年，现在确实
到了总结中国的改革哲学的时候了。
中国传统文化对改革的影响，绝不只
是锻造了中国人勤劳、节俭、务实等

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文化中
沉淀形成的包容性思维方式和哲学
观念，影响着人们对待不同改革方法
的认知方式，并最终形成了中国改革
不走极端、兼收并蓄的混合形态。

显然，贯穿于改革过程的“包容
型智慧”，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源远流
长的谱系，它最早的表述就是孔子
总结提炼的“中庸”。提出“北京共识”
概念的雷默早已注意到中国崛起的

“非对称特点”，中国的实力并不仅仅
体现在可以数字化的显性实力，也体
现在向世界贡献了一种全新的看待
现代化的认知方式和思想观念。

■面对不同的经济学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偏执地选择其中一个？
在坚持方向的前提下，天生

具有实践理性的中国人推行了混
合至上的大变革，什么好用什么。
一般说来，某种思想或政策只是
体现了部分人的需求，因此极端
化的思想和政策最终都会“独木
难支”。1929 年大萧条是古典自
由主义的失败，2008 年的金融海
啸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中国
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改革
开放前纯粹的计划经济导致了
经济困境。原因何在？其实道理
很简单，在思想上，人群可分为
左中右；在利益上，人群的层次性
更多，任何纯而又纯的政策都不
能满足所有人群的观念和利益需
求。就是在这个常识意义上，政策
必须是混合型的。其实，中外先贤
都曾多次告诫我们这样的智慧，
中国人讲究的是执两用中、过犹
不及的中庸之道，古希腊智者讲
最好政体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
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型政体。

20 世纪几乎是一个忘记常
识的百年，包容性、混合性都被
置于脑后。好在中国有了伟大的
邓小平，他提出的“猫论”具有
最典型的问题导向、实践理性，
在此指导下的改革方案和公共政
策也自然具有包容性、混合性。
就经济学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就是典型的混合型体制和包容

性理论。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
竞争、少有创新、没有富裕；但
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
不公正性所导致的社会分裂，这
就需要以公正为基本价值的社会
主义的方向和政策去引导市场经
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
济”的历史性结合，体现着中国
人善于驾驭矛盾复合体并进行优
势互补的包容性能力。

包容性、混合性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在经济学理论上其实就
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
40 年改革是对既有社会科学理
论的巨大冲击，现在的社会科学
理论应该对中国实践抱有敬畏意
识，因为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尚
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中国改革成
就。政治发展能力、宏观社会结
构，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
进作用，这些“生产要素”并不属
于资本、劳动力或技术，而是为经
济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架构，
是经济活动的“制度性基础设
施”。当我们审视中国改革 40 年
的经济成就时，就不能忽视政治
发展能力、宏观社会结构的推动
作用，需要用一种综合经济学、政
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包容
性视角去观察研究。包容性的实
践，需要包容性的审视，也需要包
容性的思考、包容性的建构。

■“包容型智慧”在中国改革中的运用

过去，很多发展中国家“眼睛
向西”，希望从西方先发国家的发
展历程中寻找摆脱贫困、走向现代
文明的钥匙。现在，不仅是发展中
国家，很多发达国家也纷纷把目
光转向东方，希望能从中国的改
革实践中提炼出具有借鉴意义的
改 革 艺 术 、 制 度 模 式 和 治 理 经
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改
革 40 年的经济奇迹同样受到瞩目
的 ， 是 对 中 国 改 革 的 普 遍 性 思
考。“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
新概念，一时间成为风靡世界的学

术热词，代表着人们对理解中国改
革的热情期待。

但是几乎所有的分析，从抽象
意义上来说都集中于有形的制度模
式层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
制度经济学大师诺思认为，制度不
仅有正式的、成文的制度规定，还
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文化
传统、民风习俗和意识形态等看不
见的因素。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解
读中国改革，就不能缺少基于文化
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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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
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
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
明重建的故事。美国前国务卿基
辛格敏锐地洞察到数千年历史传
统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是独一无
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
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
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
传统如此一脉相承。”因此，在探
讨中国经济奇迹时，就不能忽视
文化对于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意
义。

■解读中国改革，不能缺少基于文化的解释

历史上，慈溪人天生爱闯
荡。到明代后期，随着商品经济
的发展，外出经商更为频繁；清
末民初，更是迎来了高峰，在国
药、烟草、南货、航运、钱庄等领
域创造了很大的成就。

一个老字号，就是一段传
奇的商业故事。一家老字号的
兴衰史，犹如一部中国传统商
业文化的史诗。纵观老字号，

它们或是拥有“祖传秘方”、独
门绝招，靠着卓越的品质、独
特的风味立于不败之地；或是
恪守诚实守信的经营思想，依
靠良好的信誉口碑得到顾客们
长久的青睐。

老字号也是人的故事，创
办老字号的乡贤们“奔腾不
息、勇立潮头”，靠的是吸取家
乡的文化传统。收入此书各
文，自鸣鹤乐氏、慈城冯氏，
近代三北贤哲和商贾，宛如从
古镇长廊中次第走来，扑面而成
一部先贤创业史、爱乡史。《慈溪
人的老字号》所书之人、所创之
业，无不由眼前遗迹追想当年际
遇，出入历史现场，观其行，赏其
勤，念其志，发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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